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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只有老人和妇

女留守农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将如何转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服务将如何

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无疑会促进农业生产服务

的规模化，而规模化服务并不以土地的集中和小农经济的消亡为前提。乡土

社会网络降低了农业规模化服务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在农村乡土社会面貌不

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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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去过密化”趋势下中国农业经济转型

　 面临的挑战

　　传统上，中国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是在人口压力之下，通过劳动力或
劳动时间的超量投入来实现生产产出的增长。这种生产增长不同于通
过生产技术改进，或劳动组织形式变革而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生产
增长途径，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２０００ｂ）。因此，中国的小
农经济也被称作是“过密化”的小农经济（黄宗智，２０００ａ）。人口增长是
中国农业过密化的主要原因，商品经济的落后是中国农业过密化的另
一原因。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的转
向，中国农业的过密化现象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发生巨大转变。２０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了
中国人口的增长模式，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大大放缓。人口增速的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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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下降又会导致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２０１２年末，我国大陆１５至５９
岁适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下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劳动力数
量逐年减少将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次，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城镇化发展
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非农就业数就明显
超过了农业就业数，并且这个差距在逐年拉大。从２００３年起，非农就
业数以平均每年１４００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农业就业数平均每年递减将
近１１００万。到了２０１２年，非农就业数已经超过了５亿，而农业就业数
则不足２．６亿（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
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剧烈转变以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大

量转移使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大为缓和。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
地区向城镇流动，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家庭逐渐空
巢化，村庄逐渐空心化。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男性）的大量外流导致
耕作主体发生变化，使得农业劳动力结构呈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黄
芳，２００１；庞丽华等，２００３；白南生等，２００７；谭琳，２００７；吴海盛，２００８）。农
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女性化使得耕作主体没有能
力精耕细作；而农业生产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偏低则使得农民
没有动力提高单位产量。农业的粗放式经营现象十分严重（罗必良等，

２０１２；曹勤顺，２０１３；张学敏，２０１３）。中国农业已经呈现出“去过密化”的
趋势，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实际上，黄宗智在２００７年就提出了“去过密化”的说法。黄认为，

进入新世纪之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
转型这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使得中国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

可以在近１０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２５年
间缓解。因此，中国农业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可能会实现所谓的“去过
密化”（黄宗智，２００７）。
尽管中国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使农业的“去过密化”趋势初显，但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实行的以“分田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仍然维持着农地的细碎化现状，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发展的
规模化进程（杜润生，１９８８）。可以说，农地细碎化与农业规模化之间的
矛盾成了现阶段中国农业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目前应对土地细碎化
的方法包括土地调整和土地流转，前者主要倚靠行政力量的干预而后
者更依赖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田孟、贺雪峰，２０１５）。无论是土地调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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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流转，二者都暗含着土地兼并或者说土地集中的趋向。一方面，
城市房价的飞涨大大提高了农民在流入城市安家落户的难度，加之社会
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造成了目前的人口“流动”而非“迁移”的尴尬局面。
尽管一部分农民有可能在打工所在的东部城市落户，但更多的农民最终
只能回到中西部农村的家乡。对于这部分回乡农民而言，农村老家的土
地能够解决自家的吃饭问题，是农户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然而不断升
级的土地集中或兼并很可能影响到农村地区的民生甚至是整个社会的

稳定。这正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城镇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农业经济的转型和城镇化的发展要求中国农业要逐渐走

向规模化；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和农地细碎化又是许多中西部农村地
区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如何在保证民生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经济的转
型？传统中国小农经济中的“换工”以及“互借”等思路为当代农业发展
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传统小农为了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会倚靠
农业社区的力量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具体做法如劳动力之间的交
换，农畜或农具的无偿借用，搭套耕作，伙养农畜等等。马若孟（２０１３）
在对２０世纪前后华北农村的调查中也发现，农户使用多种不同的合作
以补偿劳动力的不足和资本的短缺。这个互助“圈子”是一套基于血
缘、亲缘和地缘的乡土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成员之间存在着基本
的信任关系。本文介绍的农业生产规模化服务就是一种建立在乡土社
会网络之上的农业生产模式。与传统小农经济不同的是，这种生产模
式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表现得更为专业化和市场
化。这种以生产“套餐”为特征的农业服务能够在保证农民生活和农村
乡土社会格局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经济的转型和促进农业的规模化进
程，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的发展。

二、规模经营还是规模服务：我国农业规模化实践的

　 现实思考

（一）建国后我国农业经济的政策变迁
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一直很重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业现代化是

“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
农业规模化的各种尝试。５０年代，政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集
体化运动，集体化运动可以被视为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来改造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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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长久以来小农经营的现状。可以说，农业集体化是列宁斯大林理论
在中国农村的实践，当然也是一次失败的实践。关于集体农业失败的
原因，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过一些讨论（Ａｌ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ｓｅｔｚ，

１９７３；陈吉元等，１９９３）。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

集体化时代终结。在家庭承包制实行最初的几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
到了极大提高（林毅夫，１９９４）。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家庭承包
制对农业发展的激励效应释放完毕，小农经济的弊病开始凸显，农业规
模化被重新提上议题。１９８４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
能手集中”，“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
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
找对象协商转包。”１９８７年中央五号文件又提出“在京、津、沪郊区、苏南
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可分别选择一两个县，有计划地兴办具有适度规模
的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也可以组织其他形式的专业承包，以便探索土
地集约经营的经验。”自从１９９０年中后期中央强调农业产业化以来，工商
企业经营农业就逐渐发展起来。对此，２００１年中央十八号文件提出，“农
村土地流转应当主要在农户间进行”，“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
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然而，到２００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将工商
企业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对象，“积极发展种养专业大户、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
的经营主体。”到了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和限制工商企业的政
策，“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
管制度。”并同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流转”。可见，多年来中央在如何改造传统农村，实现规模农业的
问题上也是颇为举棋不定的（谭林丽、孙新华，２０１４）。

（二）目前我国规模农业实践的三种形式
在近二三十年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规模化

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然而如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中央和
地方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现有的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农业企业、家庭
农场和农业合作社。
农业企业不是由于农户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增加生产投入、逐渐扩

大规模转化而来，而是来自城市的工商业企业。这些工商业企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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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进入农业领域，给农业带来舒尔茨所说的“现代生产要素”（舒
尔茨，１９８７），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作“资本下乡”。有研究表明，企业主
导的规模化农业实际上是亏本的和不可持续的（王德福、桂华，２０１１）。
更有甚者，“资本下乡”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取城镇建设用地以及获得直
接的资金支持（周飞舟、王绍琛，２０１５）。可见，资本下乡的本意并不在
“种地”，而在“圈地”和“圈钱”。经营性的家庭农场在商品化和市场经
济环境下表现出了很强的坚韧性。在著名的“列宁－恰亚诺夫”争论中，
恰亚诺夫就断言俄国的小农农场将长期持续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恰
亚诺夫，１９９６）。黄宗智则从经济效率（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监督）和土地
制度史的角度论证了明清以来我国小农家庭经营的顽强竞争力（黄宗
智，２０００ａ）。有学者认为，家庭经营最适合农业生产（周其仁，１９８５）。
由此说来对于经营性家庭农场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农场规模的大小。
通常认为２００亩以内的规模比较适合经营性家庭农场（刘守英，２０１２）。
农业合作组织是许多农业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农业改造的“理想”。恰亚
诺夫（１９９６）认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应采取由农民自愿组成小型合作社
的方式，黄宗智（２０１０）在最近的著作中同样认为合作组织说不定能为
中国农民提供一个不同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几年全国农业
合作社的数量剧增，但是据了解存在大量 “老板的合作社”、“大户的合
作社”、“干部的合作社”、甚至“皮包合作社”等假合作社的现象。过强
的行政干预性导致不尊重农民合作意愿和借合作社之名骗取国家政策

和财政支持等现象的存在。
以上大致描述了我国目前的三种规模农业的实践形式。尽管农业

企业、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这三种模式在资产构成、组织形式、经营
主体等方面都各有不同，且在实现规模农业上的优势与劣势也各不一
样，然而，这三者在许多方面却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首先，三者都习
惯性地将小农经济与实现农业规模化对立起来，似乎要实现规模农业，
就必须消灭小农；其次，三者都要求不同程度的土地流转，似乎只有土
地集中到经营者手中之后，才可以实现规模农业；再次，三种模式都强
调对小农进行外部改造，而忽略了小农家庭的潜能以及小农社会形态
的自我调适能力；最后，无论农业企业、家庭农场还是农业合作社，它们
都是一体化的组织形态，并没有考虑生产组织形态网络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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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规模经营”到“规模服务”
据《２０１４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布的数据，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全国共有

耕地２０．２７亿亩，按照目前中国农村６亿多的人口来算，人均耕地仅为３
亩多一点。在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现实下，要实现消灭小农和集
中土地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能否找到一条路径，在小农经营和土地
细碎的现状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和实现规模农业的目
标？近一两年中央提出，要引导工商业组织进入产前和产后的服务领
域，将农业生产领域留给农户经营，积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１．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ｎｓｗｎｂ．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ｉｎｄｅｘ＆ａ＝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７０＆ｉｄ＝１８５３８。

在２０１４年６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农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作了专题演
讲，详细阐述了农村改革的有关政策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重点，尤其是
通过规模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推进农业规模化的问题。１陈认
为，首先要搞清楚我国农村农业的“基本面”。“某某大户种了几千亩，某
某公司弄了几万亩，这种情况都有，但是总体上讲不代表基本面，基本面
大大的落后”，“绝不能不识农村的基本面，农村的基本面是一亿多户经
营十来亩地的小规模经营，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在这样的基本状况
下，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之所以叫“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陈强调，“这个体系它肯定是包含着不同的主体，而且是功能不
同的主体”。也就是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机械化的逐渐
普及，农业种植不再是从翻地到收割一竿子捅到底，而是不同的生产环
节存在着不同的功能主体。由此，农民就可以“通过购买生产服务来降
低自己的劳动强度，来提高农业的效率”。陈在发言中还指出，目前粮食
耕种收的综合农业管理率约为６０％，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可以通过扩大服务的规模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陈锡文提出的创建农业规模化服务体系的思路完全不同于现有的

三种规模农业的实践模式。规模化的服务体系不要求消灭小农，甚至
是以小农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因此，这个体系也同样不要求土地的兼
并与集中，它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农业是以户均十来亩的小规模经营为
主体的实际情况。鉴于“去过密化”将会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演变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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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农业规模化服务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基本面”，在引导中
国农业经济转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
城县的案例，来展示和分析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化服务的实
践。宁城县的这种规模化服务不是源自于城市资本的外生因素，而是内
生于小农社会本身，是建立在乡土社会网络之上的一种生产组织形态。

２．２０１４年夏，作者跟随其所在科研团队多次赴赤峰市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研，访谈对象涉及
县直部门领导、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乃至普通农民。文中所用材料或数据，除注明出处外均来
自实地调研。

３．参见新华网内蒙古频道，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ｍｇ．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ｍｇｗｑ／ｃｆ／ｃｆｙｗ／２０１２－１２／０３／ｃ
＿１１３８８８９０２．ｈｔｍ。

４．参见宁城县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ｆｎｃ．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ｚｊｎ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以及宁城县统计局二

○一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套餐式服务：根植于乡土社会网络之上的农业规模化服务

（一）调研地区的基本情况２
宁城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南部，东与辽宁省建平、凌

源两县市交界，南与河北省平泉县毗邻，西与河北省承德县、隆化县接
壤，素称“三省通衢”。宁城县总面积４３０５平方公里，共辖１３镇、２乡、

３个街道，县城所在地为天义镇。宁城县是赤峰地区典型的农业县，粮
食生产以玉米种植为主，高粱、谷子以及大豆杂豆种植为辅。粮食作物
的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达到８０％以上，而在粮食作物中，玉
米的种植面积又占到了四分之三，如表１所示。据报道，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１１年，宁城县连续六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产粮大县，２０１２年全县粮
食产量达到９亿公斤，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２．２５亿公斤。３２０１３年，宁城县
的粮食产量更是达到１５．４亿公斤。

表１：宁城县粮食种植结构（单位：亩）
耕地 粮食作物 玉米 高粱 谷子 其他

面积 １５４２３７７　 １２５３４００　 ９４６６５０　 １３６１５５　 ７６４７２　 ９４１２３
百分比＊ １００％ ８１．２６％ ６１．３８％ ８．８３％ ４．９６％ ６．１０％
注：指该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其中，后四项（玉米、高粱、谷子、其
他）之和即为粮食作物。百分比的小数点后末位数字略有出入，系四舍五入所致。

　　２０１３年末，全县总人口６１２１４０人、２１７６６４户，其中农村户籍人口

５２５７２４人。乡村从业人员２７．２万人，其中农林牧渔劳动力１７．６万
人。４可以看出，在乡镇和村的２７万多就业数当中，只有１７万多属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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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而剩下的将近１０万就业属于非农就业，这个比例与全国２０１２
年的水平大致相当。这说明，虽然宁城县的农村户籍人口比例很大，但
其实农村劳动力已经大量脱离农业生产，农业逐渐显出“去过密化”的
趋势。耕地方面，宁城县耕地总面积为１５４２３７７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３亩左右，与全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大约相当，存在着土地细碎化的现
象。２０１４年全县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１８．９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１２．３％，这个比重较之于全国同期水平（２８．８％５）要小很多；而这其中
农户间流转的面积占到绝大部分。也就是说，宁城县土地流转水平很
低，流转以农户间流转为主，大面积的土地流转现象极少，农业种植仍
然以农户经营的模式为主。
那么，在农业从业人数骤减、农地细碎化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宁城

县是如何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防止农业粗放经营，并做到以玉米为
代表的粮食产量的逐年提高？以规模化服务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农业经

营又是如何通过乡土社会网络来实现？下面将通过对比传统种植模式

和新型种植模式的异同，来对比和分析玉米种植是如何组织起来，并阐
述以“套餐”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规模化服务的产生缘由、经营特征以及
运作机制。

５．参见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４－１２／０４／ｃ＿１１１３５２５２７９．ｈｔｍ。

６．墒指的是土壤中的水分，保墒的意思是保持土壤水分不蒸发，不渗漏。

（二）传统玉米种植的模式
先来看一下玉米种植的流程。玉米种植从灭茬翻地到秋后收割，

一共经历了六个月多（参见表２）。第一，灭茬翻地，灭茬是指除去收割
后遗留在地里的作物根茬，有秋季灭茬和春季灭茬。在不同时节灭茬
会带来土地肥力上的差异，一般来讲秋季灭茬土地肥力会比较好。第
二，灭茬翻地之后是浇地，使土壤获得充足的水分。浇完地要进行耙地
保墒６，耙地是把因浇地而产生的土地裂纹进行平整，为的是将地压
实，减少孔隙，让上层密实的土保住下层土壤的水分，从而起到保墒的
作用。第三是播种，在谷雨时节进行；下种后不久就要打滚子，打滚子
的原理与耙地类似，是指播种以后将地垄压实，防止水分流失，从而保
证种子的充分发芽。等到出苗以后，就进入将近五个月的大田管理期。
大田管理期的主要工作是除草和施肥，具体来讲，在出苗初期和成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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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玉米种植流程
种植工序 实施时间（阳历）
灭茬 翻地 １１月份或３月份
浇地 ３月末
耙地 ３月末或４月初
播种 ４月２０左右（谷雨）
打滚子 ４月末
出苗 ５月１５日到２５日

大田管理（除草 施肥） ５月中到１０月初
收割 １０月初（秋分）

期分别需要进行两次除草和两次施肥。在大田管理期还要视降雨量情
况，不定期进行浇水灌溉。到了秋分时节便可以收割。
在传统的小农耕作模式中，灭茬翻地对劳动强度的要求较高，因此

对劳动力的年龄选择性很强，必须由壮年劳动力辅以畜力来操作，每个
劳动力每天只能作业２亩。浇地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得益于现代化
的农业灌溉设施，该环节的劳动强度并不大，每个劳动力每天可以浇

１０亩。用农民的话讲，“只需要按一下按钮，然后看着就可以了”。耙
地保墒的劳动强度也不高，要不要畜力均可，每个劳动力每天可作业

１０亩。最好是纯人工耙地，因为耙地保墒要求将土地裂纹平整，而家
畜踩过后对接下来的播种不利。播种要辅以畜力，每个劳动力每天可
播种７到８亩。打滚子的劳动强度不高但要求精细，每个劳动力每天
可作业１５亩。与耙地相似，打滚子最好纯人工作业，因为家畜踩过的
地方难以垄实，会导致水分流失。在大田管理期，除草和施肥无法使用
畜力，除草每个劳动力每天只能作业２亩。施肥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完
成，需要三个人协作。三个人配合，一天只能完成３亩，合计每个劳动
力每天１亩。可见，除草和施肥都属于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作业。大
田管理期的两次除草和两次施肥加起来，占了整个玉米种植劳作的大
部分。７人工收割劳动强度较高，每个劳动力每天只能收割１亩。

７．假定风调雨顺，大田管理期的灌溉浇水的人工可以忽略不计。

８．小喇叭口期是指长到株高约５０厘米的时期，大喇叭口期是指长到快结出玉米的时候。

生产成本主要是购买种子、除草剂和化肥的费用，以及灌溉的水电
费用。劳动力成本由于自雇而不计在内。每亩地需要种子４斤（共

４０００株）左右，花费５５元左右。除草剂相对便宜很多，两次除草下来
每亩花费１０元以内。小喇叭口期和大喇叭口期８都需要施肥，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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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购买化肥要１００元左右。灌溉的水电费，每亩不超过１５元。合计
下来，传统耕作模式每亩的成本在１８０元左右。当然，这是一种简单的
估计方法，固定成本（家畜、农业设施等）并没有算在内。如表３所示。

表３：传统耕作模式的人工、费用、机械及雇佣情况

环节或项目
传统耕作模式

亩均人工 亩均费用 人力／机械 自雇／雇佣

生产环节

灭茬翻地 ０．５
浇地 ０．１
耙地 ０．１
播种 ０．１３３
打滚子 ０．０６７

大田管理
除草 １
施肥 ２

收割 １

（不适用）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人力 自雇

生产资料

种子、除草剂、化肥
水电费用

农机燃油

不适用）
１６５
１５
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４．９　 １８０ 　 　

＊ 灭茬翻地和播种两个环节需要人力辅以畜力。

９．严格地讲，这种净收益的算法是偏高的，因为没有除去烘干、运输以及存储的成本，由于烘
干、运输和存储不涉及到生产环节，便省略。

１０．更准确地说，这部分的所谓“低龄老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老人。事实上，一到四五十岁，
出去找打工就已经很困难；然而在家务农的话，却仍然可以被算作一个劳动力。

　　依照传统种植模式，玉米的亩产不足１５００斤干玉米（干玉米的单
价为１元／斤），如果亩均投入为１８０元，核算下来每亩的净收益为

１３２０元９。传统耕作模式采取家庭劳动力自雇的形式，人工种植并辅

以畜力，因此亩均生产成本较低而亩均人工（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
量）投入较高，且人工投入皆为家庭劳动力的投入。亩均生产成本低意
味着，对于农户家庭而言，农业种植的资金投入相对不高；亩均人工投
入高意味着，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而家庭
劳动力在农作物种植上的高投入还意味着，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是低
龄老人１０和留守妇女，他们不仅在一些种植环节上力不从心，而且也很

难再去找家乡附近的打零工机会，不利于提高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三）新型玉米种植的模式
新型种植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机械的使用以及良种良肥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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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工灭茬翻地劳动强度很大，对劳动力的年龄选择性很强，在壮年
男性打工在外的情况下，家里的低龄老人和留守妇女操作起来难度很
大。因此灭茬翻地环节亟需实现机械化。而是否投资某种生产要素还
受制于小农家庭的经济能力。灭茬机的动力很大，价格也较高，从几万
元到十几万元不等，这样的价格不是普通小农家庭所能承受。据了解，
宁城县甸子镇政府驻地所在的甸子村一共也就只有三台灭茬机。因
此，在灭茬翻地环节，普通农户选择了购买服务而不是购买机器，一个
机手１１一天就可以翻地１００亩。浇地、耙地和打滚子三个环节的操作
方式与传统耕作模式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浇地仍采用传统的
大水漫灌，有自雇浇地也有雇工浇地，单个劳动力的作业效率为１０亩／
天。耙地和打滚子类似，劳动强度不大却需要精度，机器的效果不如人
工，因此，这两个环节都采用传统方式，可以雇工也可以自雇，单个劳动
力耙地的效率为１０亩／天，单个劳动力打滚子的效率为１５亩／天。收割
环节与灭茬翻地环节类似，劳动强度很大。由于本地区无霜期短，大型
收割机秸秆还田以后马上霜冻，导致秸秆无法腐烂而引起第二年耕作困
难，而人工收割秸秆是不用还田的，因此收割仍然采用人工收割的方式。
当自家劳动力不够用时便会雇工，单个劳动力收割的效率为１亩／天。

１１．机手是指能够熟练驾驶或操作农机的农民。

最体现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耕作模式间差异的环节是播种环节。
首先，播种环节也采用了机播的方式，可以雇佣（找机手）也可以自雇，
作业效率也大大提高，一个机手驾驶一台播种机，一天就能播种３０到

４０亩。其次，良种良肥的引进大大降低了大田管理期的劳动力投入。
在传统耕作模式的播种环节，下种就是下种，不涉及到除草和施肥。等
到出苗，进入近五个月的大田管理期后，分别需要进行两次除草和两次
施肥；而新型耕作模式引进了良种良肥，在播种的同时就能对种子使用
除草剂和苗肥（相对于传统的地肥），出苗之后，大田管理期便不再需要
除草和追肥，从而使得大田管理期漫长的五个月不再需要人工劳作。
生产成本除了购买种子、除草剂和化肥的费用，以及灌溉的水电费

用外，还有雇佣人工或机器的费用以及农机燃油。良种良肥除草剂一
套下来每亩花费２４０元，这个价格比传统耕作模式的种子化肥除草剂
价格要高许多（传统耕作模式为１６５元）。灌溉的水电费和传统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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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每亩不到１５元。如果雇佣的话，机器灭茬翻地每亩７０元，人工浇
地每亩２０元，人工耙地保墒每亩２０元，机器播种每亩５０元，人工打滚
子每亩１０元，人工收割每亩１００元。上述环节中，除灭茬翻地无法实
现自雇以外，其余环节可选择自雇也可选择雇佣。农机燃油费不高，每
亩总共不超过１０元。合计下来，新型耕作模式每亩的成本大约在３２５
元到５３５元之间，具体花费多少取决于在所有可雇佣环节上采取雇佣
的数量和比例。如表４所示。

表４：新型耕作模式的人工、费用、机械及雇佣情况

环节或项目
新型耕作模式

亩均人工＊ 亩均费用 人力／机械 自雇／雇佣

生产环节

灭茬翻地 ０．０１　 ７０ 机械 雇佣

浇地 ０．１　 ０－２０ 人力 皆可

耙地 ０．１　 ０－２０ 人力 皆可

播种 ０．０２９　 ０－５０ 机械 皆可

打滚子 ０．０６７　 ０－１０ 人力 皆可

大田管理
除草

施肥
（不适用）

收割 １　 ０－１００ 人力 皆可

生产资料

种子、除草剂、化肥
水电费用

农机燃油

不适用）
２４０
１５
０－１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１．３０６　 ３２５－５３５ 　 　
　　注：＊ 亩均人工是指一般而言，不论自雇或雇佣。

１２．与注９一样是除去了烘干、运输以及存储的成本。

　　新型种植模式玉米的亩产可超过１８００斤干玉米，而亩均投入为

３２５－５３５元，核算下来每亩的净收益为１２６５－１４７５元，１２这与传统种
植模式的亩均净收益似乎差不多（传统种植模式亩均的净收益为１３２０
元）。然而，在农户家庭劳动力的投入以及社会层面的农业生产效率方
面，新型种植模式要好很多。新型耕作模式采取自雇加雇佣混合的形
式，在播种这个重要环节上，引进了良种良肥并实现了机械化，因此亩
均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亩均人工投入大大降低。亩均生产成本虽然相
对传统模式高出许多，但较之亩均产出，其亩均净收益并未减少，这意
味着对于农户家庭而言，种植的资本投入仍然相对不高。然而，新型耕
作模式的机播加良种良肥使得漫长的五个月的大田管理期不再需要投

入劳动力，因此总的亩均人工投入大大降低，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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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效率有了显著提高。不仅如此，对农户家庭而言，假如每个
生产环节都选择雇佣，则家庭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上的投入几乎为零；就
算各个生产环节仍都选择自雇，亩均投入的人工较之传统模式也少得
多。这样一来，农户不光省心省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低龄老人和留守妇
女还能从繁重的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在家附近
去寻找打零工机会，从而增加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在计算了玉米种植的亩均净收益后，便可知道本地区土地流转水

平很低的原因。如果要流转土地，那么生产成本就要加上土地租金。
本地农地的平均地租为每亩７００元／年，对于农户来讲，将农地流转出
去收取地租收益，按照每户约１０亩地来算，每年要少收入六千到七千
元。更何况在新型种植模式下，这个收入是在不需要投入很多劳动力
和劳动时间就可以获得。对于土地流入方（工商业资本或种植大户）来
讲，他们对大面积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也许有动力，可是土地流出方
（普通农户）却不愿将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良种良肥包括除草剂是要一

起使用，假如只使用良种而不使用配套的改良除草剂和化肥，则不能保
证相应的亩产量。第二，良种机播对驾驶播种机机手的技术要求较高，
不恰当的机播方式同样会影响亩产量。由于这种小型播种机的价格相
对便宜很多，一台播种机也就几千元，因此虽然大多数农户选择购买机
播服务，但也有一小部分农户自家购买播种机自己播种。这就是本文
所谓的“套餐”，良种良肥除草剂一起属于“套餐一”，其价格为２４０元；
良种良肥除草剂再加机播服务属于“套餐二”，价格为２４０元＋５０元＝
２９０元。农户既可选择只购买打包的良种良肥除草剂，自己买播种机
进行播种，也可选择购买良种良肥除草剂再加机播服务。
然而这种“套餐式服务”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套餐”相比，比

如手机话费套餐，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这种农业生产的服务套餐本
身是包含着人的因素在其中。良种机播对操作机手的技术要求高，因
此才有了“套餐二”，在“套餐二”中，如何保证机手的操作质量是一个问
题。而手机话费套餐是完全物化的服务，不存在因人而导致服务质量
出问题。其次，单个购买者（农户家庭）的购买行为与其他购买者相关。
一个机播的机手一小时可播种３０到４０亩，单个农户家的平均耕地面
积约为１０亩，如果一家农户要购买机播服务，那么最好是他家地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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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的户主也购买该服务，从而使耕地能够连片作业，如何统筹这些农
户也是一个问题。而对手机话费套餐来讲，所有套餐购买者的购买行
为都是相互独立的，某一个购买者的购买行为与其他任何购买者都无
关。下面通过宁城县甸子镇种子门市来看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成本
到底是如何通过农村乡土社会网络来降低的。

（四）农业规模化服务的组织者———种子门市
在新型玉米种植模式中，良种良肥和机播服务如此重要，以至于提

供这些农资或服务的机构———种子门市，成为问题的关键。甸子镇镇
政府驻地所在的中心村就有一家种子门市。这个种子门市的前身是一
家农业合作社，那时当地还是传统的玉米种植模式，合作社只是负责统
一购买一些农资农具。那么，后来又如何转变为不仅提供农资，而且提
供农业生产服务的种子门市的呢？这要从另外一件事情说起。在宁城
县西北相邻的喀喇沁旗，有一个姓宋的种子经销大户（人称西桥老宋），
他从东北地区引进了良种良肥和新型机播技术，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新
的营销模式。西桥老宋的具体做法是，与农民签下订单，只要农民购买
他的种子、除草剂和化肥，并由他的机手进行播种，他就保证购买者的
玉米产量。若达不到，则由他赔偿损失。其生意兴盛时期手下有３６０
多个机手，使用他家种子农户的耕地范围达到７万亩左右，分布在周边
的各个旗县。２０１０年起，西桥老宋意欲将自己的种子销售范围扩大到
宁城县。很快，这种营销模式就在宁城县占领了几百亩耕地。
然而，西桥老宋的新型种植模式和营销方式很容易被复制，况且他

在宁城本地人地生疏。甸子镇的农业合作社很快就学会了西桥老宋的
种植模式和营销方式，并且很好地利用了本地的乡土社会网络，形成的
一套“种子门市＋机手＋经纪人＋农户”的运作模式。甸子镇合作社成
立了种子门市，引进了良种良肥，购买了１４台播种机，旗下签约了２０
多名机手。甸子镇种子门市与这些机手签订了口头协议，协议的内容
是，种子门市要为机手介绍生意，机手在接生意的时候要优先服从种子
门市的安排，空闲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接生意。机播对技术的要求较高，
而签约机手在这方面都很出色，用当地一位机手的话说，“挂靠（种子门
市）的都是尖子上的尖子”。种子门市在本镇以及邻镇销售“套餐一”以
及“套餐二”，在“套餐二”的情况下，种子门市就会安排机手去进行播
种。“套餐二”的２９０元费用由购买方农户先付给种子门市，然后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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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门市把其中５０元的机播费转付给机手。种子门市还向购买“套餐
二”的农户承诺一定的出苗量和亩产量，若不达标则由种子门市赔偿损
失，而这个承诺并不会给购买“套餐一”的农户。
种子门市与签约机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方面，对种子门市而

言，提供机播服务实际上成了出售农资的一种“增值服务”，增加农户对
生产服务“套餐二”的购买行为。因为农户自己去雇机手的费用不会低
于５０元，更何况自己雇机手得不到种子门市对其出苗量和亩产量的承
诺。另一方面，对机手而言，如果独自与单个农户打交道，播种面积和播
种时间都难以协调。这会影响到播种的效率进而影响到机手的收入，因
此机手更愿意通过种子门市接活。种子门市与机手之间的共生关系是
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若不是熟人，则存在监督问题。比如，西桥老宋有
一年因为５０００亩土地没有达到出苗量和亩产量而赔钱，这就是急于扩
大规模而导致的监督不足。因此，种子门市的销售范围有一个能力的上
限，而决定这个上限的是门市经营者的“朋友圈”。若种子门市对机手不
熟悉或者没有遴选机制，则很可能发生机手在播种过程中不认真或做不
好的情况，进而影响到出苗率和产量。一旦出了问题，农民一般会找种
子门市去索赔。因此，种子门市倾向于任用自己熟悉的优秀机手，这样
一方面可以保证技术和责任心，另一方面又解决了监督问题。
种子门市对农户信息的收集与整合是通过经纪人来完成的。甸子

镇种子门市下面有７名经纪人，遍布在本镇及临近各镇。经纪人本身
就是种子门市经营者的朋友，他们说服自己身边的人去门市购买农资，
并将购买者农户的耕地信息（多少块、多大、在哪）传递给种子门市。作
为回报，种子门市经营者会付给经纪人每亩１０元的佣金。种子门市将
汇总来的农户耕地信息进行整合，然后再有序地安排机手前去现场播
种。机手驾驶播种机到了作业现场，会由经纪人引导完成播种作业。
在这过程当中，经纪人实际上是把购买“套餐二”的农户组织了起来，使
其耕地尽量连片形成规模。因此，经纪人不仅是种子门市在村庄的代
理，还充当了农户的代理人。对农户而言，最大的顾虑是自家的耕地能
否与周围临近的耕地一起连成片。农户不可能聚集在一起讨论此事，
这意味着巨大的沟通成本。而经纪人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一家一家
地上门统筹协调，最后实现耕地的连片，从而降低了生产协调过程中的
组织成本。种子门市、机手、经纪人、农户四者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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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种子门市、机手、经纪人、农户关系示意图

　　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这种以“套餐式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
产规模化服务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耕作主体妇
女化、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套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套体系
是根植于乡土社会网络之上的，农村的熟人圈子显著降低了农业生产中
的组织成本，实现了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细
碎化和小农经济面貌得以保留。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可以这么理解，在
整个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上，这种新型农业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并无二
致，二者都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生产组织，借助农业社区的社会
网络力量来解决问题和规避风险。只不过新型农业包含有更先进的现
代化农业技术（表现为良种良肥农机而非农畜农具），以及农业生产要素
更为专业化市场化（表现为货币购买服务而非互换互助）。而且，在某个
生产环节越是有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该环节会变得越专业化和市场
化。然而，在绝大多数农户———只是经营十来亩地———的小规模经营这
样一种中国农村农业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之前，为了民生和农村社
会的稳定有必要继续维持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现状不变。这意味
着乡土社会网络对于新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小结
从本案例可以得到如下四点启示：（１）规模农业的含义不应该仅仅

包括土地面积的规模化，而且还应该包括生产服务的规模化，农户可以
根据自家农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购买这种规模化服务的“套
餐”。（２）农业生产规模化服务存在着较大的弹性，不同生产环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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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服务进行各种搭配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生产服务“套餐”，农户在选择
购买哪种生产服务“套餐”时有较大的主动性。（３）随着农业技术的进
步，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有可能走向专业化并形成生产服务，“套餐”的
种类会越来越多，“套餐”涵盖的生产环节也会越来越多，生产服务的规
模会越来越大。（４）乡村的社会网络关系起了关键作用，它降低了整个
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成本，化解了小农经济与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在
不破坏小农社会形态、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实现了规模农业。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套餐式的规模化服务仅仅适用于像玉米这样

的大田作物，这种作物的特征是以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主，对劳动力
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要求不高。它并不适用于以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
的密集投入为特征的经济作物。

四、余论：新农业与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在其早年的著作《乡土重建》中提出，通过发展乡土工
业，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
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费先生所言乡土工业中“工”的概念更为宽
泛，不仅仅指的是电力与内燃机，还包括粮食加工、家庭手工业等副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所介绍的“套餐式服务”不失为乡土工业的一种。
费孝通认为，在现代工业文明之下，乡土工业的“变质”包括两个层

面：一是技术层面，即引进新型农业技术和经营模式；二是组织层面，即
乡土工业的发展要以“合作”为根本原则。在他看来，乡土工业的“变
质”固然依赖于新技术的运用，但是“新技术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组织（尤
其是分配方式）相配合，也极可能引起对人民生活上有害结果。”（费孝
通，１９９９：３９５）在这种高效率、组织化、分散化的乡土工业形式下，农户
可以不必放弃经营农业而参加“工业”，因此这种分散的乡土工业是具
有伸缩性的———并非完全集中或是完全分散，而是根据实际的农业技
术条件和农户家庭状况有分有合。在乡土工业中的商业活动上“另外
发生了一种使人口聚集的力量”，这种力量所形成的较密集的社区可称
之为“贸易里发达出来的市和镇”（费孝通，１９９９：３２４）。
结合本文的案例来看，一方面，新农业促进了乡村产业化的发展。

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相当数量的低龄老人和留守妇女为乡村产业

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对乡村企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雇不起青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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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性劳动力，然而老人和妇女这种“半劳力”恰好满足了乡村企业的
需求。另一方面，新农业还带来了个体私营行业的繁荣。在农业生产
服务机构的带动下，中心集镇的商贸百货、交通运输等行业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经营范围从农机维护、粮食收储到餐饮百货、服装家电，乃至娱
乐、旅游、住宿等等，极大地聚集了中心镇区的人气。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思想既不是对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简单模仿，也

不是对自身传统的迷恋与回归，而是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乡村
社会巧妙的“嫁接”。本文以玉米种植为例，尝试探寻我国当下农业转
型和就近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以为费先生的思想做一注脚。地处
内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过渡地带农区的这种玉米种植模式，也许只是
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缩影，但是，它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经营方式，却为
我国农业发展的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中国农业也许会长期处于
这样一种状态：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要素不断市场化，同时，农
村的乡土社会网络和小农社会形态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这个过程中焕
发新的活力。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进程中，只有充分意识到这点，
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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